
第 ２ 期（总第 ２９２ 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９２）
Ｆｅｂ􀆰 ２０１８

􀪇􀪇􀪇􀪇􀪇􀪇􀪇􀪇􀪇􀪇􀪇􀪇􀪇􀪇􀪇􀪇􀪇􀪇􀪇􀪇􀪇􀪇􀪇􀪇􀪇􀪇􀪇􀪇􀪇􀪇􀪇􀪇􀪇􀪇􀪇􀪇􀪇􀪇􀪇􀪇􀪇􀪇􀪇􀪇􀪇􀪇

ＦＤＩ 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

刘海云　 丁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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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中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 ＦＤＩ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分地区还是分维度， ＦＤＩ 都显著推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但是影响

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和维度差异。 基于我国城镇化现状， 本文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引资政策， 强化地区

吸收能力， 兼顾各维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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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

长， 我国城镇化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以城镇人口

占比为例， 我国城镇化率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增长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６􀆰 １％， 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 １􀆰 ２ 个

百分点。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传统城

镇化模式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日益突出， 例如

不同地区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 城镇体系结构布

局不平衡以及半城镇化问题等。 此外， 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还带来了耕地减少、 房地产 “泡沫化”、

城市 “废墟化” 以及能源紧缺、 交通拥挤、 环境

恶化等一系列 “城市病”。 目前， 我国城镇化发

展模式亟待转型。 ２０１４ 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 出台， 针对我国人口多、 资源相

对短缺、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的现状， 提出我国应该从实际出发， 走中国特

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在内涵上与传统

城镇化有明显不同。 传统城镇化往往以偏概全，

将城镇化仅归结于人口结构 （城镇人口占比） 的

变动［１］。 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就业方式、 生活方

式、 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城市化以及生活环境优化

的综合［２］。 当下， 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

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

过程中， 我国 ＦＤＩ 流入也呈现快速攀升的态势，

由 １９８３ 年的 ９􀆰 ２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６２􀆰 ７

亿美元。 那么， ＦＤＩ 是否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产生

了影响呢？ 是否能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驱

动力呢？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引进来” 战略已

成为我国重要的长期战略。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大方向下， 研究如何通过引资政策的调整推

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

本文将从理论出发并结合实证分析， 探寻 ＦＤＩ 在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

１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 ＦＤＩ 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起步

较早， 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为分水岭， 可分为两个时

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 国外学者普遍强调 ＦＤＩ

引致的依附性和负面效果， 认为 ＦＤＩ 作为一种特殊

资本， 保留了国际分工秩序的不平等， 发展中国家

依赖 ＦＤＩ 会造成过度城镇化问题。 例如， Ｋｅｎｔｏｒ

（１９８１）、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ｋｅ 和 Ｊ􀆰 Ｋｅｎｔｏｒ （１９８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８６） 等学者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下， 发展中

国家的城镇化无法摆脱对 ＦＤＩ 的依附性， 并将遭

受 ＦＤＩ 的负面效应［３－５］。 此外， 他们还认为 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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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推动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 经济全球

化下 ＦＤＩ 会对一国城镇化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Ｄａｖｉｄ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９８） 研究认为， ＦＤＩ 由发达国家

流入发展中国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非农产业创

造就业机会， 并通过人口迁移推动城镇化发

展［６］。 Ｋｅｖｉｎ Ｈｏｎｇ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２） 基于时间序

列和跨部门分析， 发现 ＦＤＩ 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

推动力之一， 并且造成了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城镇

化发展不平衡［７］。 Ｍｅｈｄｉ Ｂｅｈｎａｍｅ （２０１３） 利用

国家层面数据再次验证了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能

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发展［８］。

国内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成果也很

丰富。 目前，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 ＦＤＩ 能够推动我

国城镇化发展。 罗茜 （２００８） 研究认为 ＦＤＩ 是城

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ＦＤＩ 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

时对城镇化发展推动作用显著［９］。 袁博、 刘凤朝

（２０１４） 运用 ＶＡＲ 模型研究城镇化、 ＦＤＩ 和技术

创新三者的动态关系时发现 ＦＤＩ 对城镇化具有积

极作用， 在长期和短期内均存在明显带动效

应［１０］。 臧新、 江梦冉 （２０１５） 基于江苏省的数据

研究发现 ＦＤＩ 促进了江苏省城镇化的发展［１１］。 此

外， 也有学者研究认为 ＦＤＩ 与我国城镇化呈现非

线性关系。 孙浦阳、 武力超 （２０１０） 基于大推动

模型分析了 ＦＤＩ 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 发现 ＦＤＩ

推动了地区城镇化发展， 且与城镇化进程呈现显

著倒 Ｕ 型关系［１２］。 冬梅、 信超辉 （２０１７） 基于

金融发展视角研究发现 ＦＤＩ 对我国城镇化的作用

存在金融发展的三重门槛效应［１３］。 然而， 目前学

术界关于 ＦＤＩ 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郑强 （２０１７）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 ＦＤＩ 对

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１４］。 宛群超、

邓峰 （２０１７） 利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 ＦＤＩ 与

新型城镇化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溢

出效应［１５］。

综上所述， 现有的关于 ＦＤＩ 对城镇化影响的

研究大多基于传统城镇化的视角， 而基于新型城

镇化视角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就现有文献来看，

依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１） 不少文献未能从指

标层面全面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例如， 宛群

超、 邓峰 （２０１７） 在研究时依然采用城镇人口占

比来衡量新型城镇化， 很显然， 这一指标在衡量

上缺乏全面性； （２） 现有文献也未能考虑到 ＦＤＩ

的地区分布差异。 基于此， 本文将从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以及生态城镇化 ４ 个维

度理论分析 ＦＤＩ 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同时还将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实证分析 ＦＤＩ 对新型城

镇化影响的地区差异， 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的维

度差异， 从而充实现有理论， 并为我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和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２　 理论层面分析

２􀆰 １　 ＦＤＩ 与经济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经济特征的变

动， 包括经济结构优化、 消费和投资增加以及市

场环境改善等多方面特征。 ＦＤＩ 会通过以下途径

影响经济城镇化： （１） ＦＤＩ 会通过技术溢出、 关

联、 示范、 竞争等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为经济城镇化发展提供动力［１６］； （２） ＦＤＩ 的集聚

经济效应。 ＦＤＩ 有利于提高地区专业化生产程度，

会促进产业集聚［１７］。 而产业集聚引致的要素集聚

会为城镇经济发展创造规模经济效应， 进而扩大

非农产业占比， 推动经济城镇化发展； （３） ＦＤＩ

的资本积累效应。 ＦＤＩ 本身就具有资本投资性质，

双缺口理论认为， ＦＤＩ 可以弥补国内发展资金不

足的问题 （钱纳里等， １９６６）。 此外， 还有学者

研究表明 ＦＤＩ 会对国内投资产生影响， 间接促进

或者抑制资本积累［１８，１９］。

２􀆰 ２　 ＦＤＩ 与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是指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特征的变

动， 包括城镇人口占比提高、 城镇人口密度增加、

就业情况改善等多方面特征， ＦＤＩ 会通过促进就

业结构改变推动人口城镇化。 从全球外资的行业

流向来看， ＦＤＩ 普遍进驻东道国的非农产业。 外

资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时，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

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同时在产业关联效应带

动下， 相关生产行业及服务业开始发展并吸引农

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此外， ＦＤＩ 的经济效应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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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并间接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教育水平的改善将提高农村劳动人口的素质， 进

一步促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２􀆰 ３　 ＦＤＩ 与社会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环境的改

善， 其核心是社会基础服务质量的提升。 ＦＤＩ 对

社会城镇化的影响同样存在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

（１） ＦＤＩ 进入城镇基础设施领域， 会通过 “资金

效应” 和 “技术效应” 两个途径对城镇基础设施

产生显著的 “增进效应” ［２０，２１］。 而这无疑会直接

推动社会城镇化发展； （２） ＦＤＩ 引致的人口集聚

和产业集聚会促进社会基础服务需求增加， 结合

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社会基础服务供给将实现

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步提升， 从而间接推动社会城

镇化的发展。

２􀆰 ４　 ＦＤＩ 与生态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是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伴随社

会环保意识的加强，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ＦＤＩ 对

生态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复杂性： （１） ＦＤＩ 会带来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 包括除污技术和环保理

念， 对城镇化建设产生 “污染光环” 作用； （２）

ＦＤＩ 的集聚效应会导致 “过度城市化” 问题， 引

发环境污染等 “城市病” ［２２］。 当然， 国外污染企

业的转移无疑会对我国生态城镇化建设造成更为

负面的影响。 因此， ＦＤＩ 对我国生态城镇化的影

响将取决于引资质量和适度性。

３　 实证研究

３􀆰 １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３􀆰 １􀆰 １　 新型城镇化指标构建

传统城镇化的评价一般基于人口、 经济等极

少数的个别方面进行评价， 然而新型城镇化则需

要从人口、 经济、 社会以及生态多方面进行考虑，

从而更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

平。 基于前文的理论基础， 在指标构建时本文将

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

会城镇化以及生态城镇化 ４ 个二级指标层面， 并

在每个二级指标层面分别选取了 ４ 个具有代表性

的三级指标。 测算方面， 先分别对 ４ 个不同概念

的二级指标进行测度， 然后综合为一个指标。

测算方法选择方面， 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的

指标赋权方法， 主要通过各指标的信息量背后的

不确定性以及关联程度确定各指标权重， 能够有

效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２３］。 因此， 本文采用

熵值法测算新型城镇化指数。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由于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及单位， 为了实

现指标间的可比性， 首先需要将各子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 采用的同度量化处理办法如下：

正向指标： φｉｊ ＝
ｘｉｊ－ｘｍｉｎ（ ｊ）

ｘｍａｘ（ ｊ） －ｘｍｉｎ（ ｊ）
　 ｉ ＝ １，２，…，ｍ； ｊ

＝ １，２，…，ｎ （１）

逆向指标： φｉｊ ＝
ｘｍａｘ（ ｊ） －ｘｉｊ

ｘｍａｘ（ ｊ） －ｘｍｉｎ（ ｊ）
　 ｉ ＝ １，２，…，ｍ； ｊ

＝ １，２，…，ｎ （２）

其中， ｘｉｊ表示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项指标的取值，

ｘｍａｘ（ ｊ）和 ｘｍｉｎ（ ｊ）分别为第 ｊ 项子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 φｉｊ为经过标准化后的数值。

通过 φｉｊ计算单项指标的熵值： 在样本容量为

ｍ、 指标数为 ｎ 的样本中， 第 ｊ 项指标的熵值为：

Ｒ ｉｊ ＝ φ ｉｊ ／∑ｍ

ｉ ＝ １
φ ｉｊ； ｈ ｊ ＝ －

１
ｌｎｍ∑

ｍ

ｉ ＝ １
Ｒ ｉｊ ｌｎＲ ｉｊ；

且 ０ ≤ ｈ ｊ ≤ １ （３）

参考谢小青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２４］， 当 Ｒ ｉｊ ＝ ０

时， 令：

Ｒ ｉｊ ｌｎＲ ｉｊ ＝ ０ （４）

计算单项指标的熵权：

ｗｊ ＝
１ － ｈｊ

∑ ｎ

ｊ ＝ １
（１ － ｈｊ）

（０≤ ｗｊ ≤１，∑ ｎ

ｊ ＝ １
ｗｊ ＝ １） （５）

得到新型城镇化指数：

ｒｉ ＝ ∑ ｎ

ｊ ＝ １
ｗ ｊφ ｉｊ （６）

３􀆰 １􀆰 ２　 其他变量的选取

（１）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ＳＦＤＩ）。 ＦＤＩ 流量

会影响地区城镇化进程， ＦＤＩ 存量同样不容忽视，

城镇化的过程不仅受到当期 ＦＤＩ 的影响， 还会受

到前期 ＦＤＩ 的影响， 因此 ＦＤＩ 存量更能反应 ＦＤＩ

对城镇化影响的长期趋势。 基于此， 兼顾 ＦＤＩ 的

资本特性，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ＦＤＩ 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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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方向

新型城镇

化综合评

价指标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地区总人口 ＋

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市区人口 ／市区总面积 ＋

城镇人口就业 城镇人口失业率 －

非农从业人口占比 非农从业人口 ／地区总人口 ＋

经济城镇化

建设投资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城镇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

房地产市场 商品房平均售价 ＋

非农产业占比 非农产业产值 ／地区总产值 ＋

社会城镇化

医疗水平 卫生机构床位数 ＋

教育水平 高等学校数 ＋

道路交通 （铁路里程＋公路里程） ／总人口 ＋

通信水平 长途光缆长度 ／地区总面积 ＋

生态城镇化

空气质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 －

水体质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

污染治理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 ＋

城市绿化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 ＋

　 　 ＳＦＤＩｉｔ ＝（１－δ）ＳＦＤＩｉｔ－１＋ＦＤＩｉｔ （７）

ＳＦＤＩｉ０ ＝ＦＤＩｉ０ ／ （δ＋ｇ） （８）

上式中， ｉ 代表省份， ｔ 代表年份， ＳＦＤＩｉ０ 代

表 ＦＤＩ 的基期存量， ｇ 代表 ＦＤＩ 流量的平均增长

率， δ 代表折旧率。 这里涉及 ３ 个测算要点： ①

不变价 ＦＤＩ 流量的计算。 对 ＦＤＩ 进行平减前， 首

先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均汇率将 ＦＤＩ 转换为以人民

币计价。 平减指数选择上， 由于没有权威部门公布

ＦＤＩ 的平减指数， 这里我们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进行平减； ②基期的选择。 由于 ２００１ 年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后， 开放程度明显扩大， 对 ＦＤＩ 流入

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降低增长率的不稳定性， 基期

ＦＤＩ 存量的计算， 这里以 ２００１ 年为基期进行测算；

③折旧率的取值。 目前不同的学者取值不同， 这里

参照曾慧 （２０１６） 的做法， 选择 ５％的折旧率进行

测算， 然后用 ７􀆰 ５％的折旧率重新测算并进行稳健

性检验， 分别记为 ＳＦＤＩ 和 ＳＦＤＩ１［２５］。

（２） 人力资本水平 （ ｈｕｍａｎ）。 姚旭兵、 罗

光强等 （２０１６） 认为城镇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是

实现动力机制的转变， 即从过度依靠土地、 人口

红利、 资本等外生动力的传统路径向主要依赖人

力资本及衍生的新知识、 新技术等内生力量作为

驱动力的新路径转变［２６］。 因此， 人力资本在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

照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 本文选用人均受教育年

限来表示，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人均受教育年限

＝（小学学历人数∗６＋初中学历人数∗９＋高中学

历人数∗１２＋大专、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１６） ／ ６

岁以上抽样调查总人数。

（３） 金融发展水平 （ ｆｉｎ）。 金融发展可以满

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此外， 金

融发展还会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２７］。 麦金农 （１９７３） 提出

可以使用 Ｍ２ 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

展水平。 但是这一指标可能会由于中国支付体系

低效率、 交易手段落后而高估地区金融发展水

平［２８］。 因此， 这里参照冷艳丽、 杜思正 （２０１６）

的做法， 选用年末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２９］。

（４） 技术转移 （ ｔｅｃｈ）。 理论上来说， 技术转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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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能够在一定缓解上满足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

过程中的技术需求， 本文选用各地区技术市场成

交额来表示。 计算方面， 以 ２００１ 年为基期的 ｃｐｉ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５） 市场化程度 （ｍａｒｋｅｔ）。 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 资源等要素流动和配置的

过程。 市场作为有效的要素配置手段， 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般来说， 市

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 其要素配置效率也越高。

同时， 中国还是一个通过渐进式改革而建立市场

经济体制的国家， 因此市场化因素应当被纳入城

镇化建设的分析框架中［３０］。 这里采用各地区非国

有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

重表示市场化程度。

（６） 工业化水平 （ ｉｎｄｕｓ）。 工业生产能够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但同时工业生产

中的污染物排放也会对居民生活环境产生负面效

应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 本文选用各地区工

业增加值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工业化水平。

３􀆰 １􀆰 ３　 数据来源说明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３０ 个省份

（由于港澳台及西藏的数据缺失严重， 这里予以

剔除） 的面板数据， 相关数据来源于 ＥＰＳ 全球数

据库、 国家统计局官网、 《中国统计年鉴》、 《中

国卫生统计年鉴》 以及 ｗｉｎｄ 数据库。 此外， 为了

能够使实证结果更加准确， 本文选择的各类平减

指数均为省际层面的平减指数。 由于国家统计局

仅公布了与上一年同比的省际平减指数， 因此本

文以 ２００１ 为基期， 通过叠乘的方法获得每一年的

各省数据。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说明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平均值

ｌｎｕｒｂ 综合指数 －０􀆰 ４７０ －２􀆰 ６３４ ０􀆰 ４７８ －１􀆰 ５１５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人口城镇化 －０􀆰 ２０６ －２􀆰 ３８４ ０􀆰 ３９４ －０􀆰 ９６２

ｌ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城镇化 －０􀆰 ４０６ －３􀆰 ７４４ ０􀆰 ７２７ －１􀆰 ９１９

ｌ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社会城镇化 －０􀆰 ３２４ －６􀆰 ０４７ ０􀆰 ７８９ －１􀆰 ４９３

ｌ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生态城镇化 －０􀆰 ３８３ －２􀆰 ５０５ ０􀆰 ４３８ －１􀆰 ８０７

ｌｎＳＦＤＩ ＦＤＩ 存量 ９􀆰 ８３４ １􀆰 ７７６ １􀆰 ６８６ ６􀆰 ６３８

ｌｎＳＦＤＩ１ ＦＤＩ 存量 ９􀆰 ５２０ １􀆰 ６９２ １􀆰 ６６９ ６􀆰 ４７５

ｌｎｈｕｍａｎ 人力资本 ２􀆰 ４９２ １􀆰 ７９８ ０􀆰 １１７ ２􀆰 １２６

ｌｎｆｉｎ 金融发展 ２􀆰 ０９８ ０􀆰 ２５３ ０􀆰 ３０５ ０􀆰 ９２７

ｌｎｔｅｃｈ 技术转移 ７􀆰 ８９４ －２􀆰 ８１３ １􀆰 ７１７ ３􀆰 １８３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市场化程度 －０􀆰 １２２ －１􀆰 ０７５ ０􀆰 １９２ －０􀆰 ４４４

ｌｎｉｎｄｕｓ 工业化水平 －０􀆰 ６３４ －２􀆰 ０３１ ０􀆰 ２４１ －０􀆰 ９５６

３􀆰 ２　 实证分析

３􀆰 ２􀆰 １　 新型城镇化与 ＦＤＩ 的相关性分析

进行回归分析前， 我们先对新型城镇化与

ＦＤＩ 的相关性进行初探， 如图 １ ～ ２。 由于前文设

定模型时， 我们对各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 所以

这里也采用对数形式的变量进行散点图分析。 图

１～２ 中横坐标均为 ＦＤＩ 存量， 纵坐标均为新型城

镇化指标。 其中， 图 １ 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

ＦＤＩ 存量的全国及分地区拟合结果， 图 １ 左上角

为对全国层面的拟合结果， 右上角、 左下角和右

下角分别为对东、 中、 西部地区的拟合结果。 图

２ 为分维度新型城镇化与 ＦＤＩ 存量的拟合结果，

图中已对各子图进行标注， 这里不再细述。 从图

１～２ 的散点图分布以及拟合线趋势可以看出， 新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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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镇化无论从分地区还是分维度都与 ＦＤＩ 存量

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 由此， 我们可以初步得出

结论： ＦＤＩ 很可能促进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图 １　 全国及分地区新型城镇化与 ＦＤＩ 存量的散点图

图 ２　 分维度新型城镇化与 ＦＤＩ 存量的散点图

３􀆰 ２􀆰 ２　 回归结果分析

胡凡 （２０１７） 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进程会对

ＦＤＩ 流入产生影响［３１］。 这说明 ＦＤＩ 与新型城镇化

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由于本文选取

的 ＦＤＩ 为存量指标， 指标计算时包含了 ＦＤＩ 当期

流量， 因而如果基于普通面板回归进行研究， 那

么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误。 因此，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 （２ＳＬＳ）， 以

ＦＤＩ 存量的滞后一阶为工具变量， 对相关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

（１） 全国及地区层面分析

如表 ３ 所示， 从全国层面来看， ＦＤＩ 对我国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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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这说明在

国家 “引进来” 战略下， ＦＤＩ 的大量流入有效推

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这一点也与相关性检

验的结果一致。 此外， 各控制变量也均对我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分地区来看， 东、 中、 西部地区 ＦＤＩ 系数均

在 １％的显著性下为正， 这表明 ＦＤＩ 流入有利于

我国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从影响程度来看，

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格局。 这与

我国当前的引资状况和新型城镇化的地区差异相

符合。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东部地区的引资

策略开始转变， 由 “重量轻质” 向 “重质轻量”

过渡， 政府更加倾向于引进技术密集型、 环境友

好型的 ＦＤＩ。 虽然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已处于

较高水平， 但是高质量的 ＦＤＩ 带来的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理念依然对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产生了

可观的助推作用。 中部地区对 ＦＤＩ 的引入还停留

在 “以量为主” 的阶段， 对外资的产业结构和技

术特征未能给予重视， 尽管 ＦＤＩ 的流入对中部地

区新型城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影响程度相

对较低。 西部地区是我国腹地， 一直以来都是

ＦＤＩ 流入的洼地， 并且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多

方面因素， 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 近年来， “西

部大开发” 战略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 ＦＤＩ 的流入， 并显著

推动了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影响程度上

要强于中部地区。 另外， 各控制变量对我国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人

力资本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部

地区， 而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这种差异可能

源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差异， 西部地区教育相对滞

后， 中高端人才比例较低， 未能满足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需要。 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

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在中部地区的系数显

著为负， 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投放

方向多集中于国企和垄断性行业， 未能给予民营

机构和竞争性行业平等待遇， 导致新型城镇化的

进程变慢［３２，３３］。 此外， 技术转移对西部地区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并不明显， 工业化发展也未能

推动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而市场化进程

对各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均都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作用。

表 ３　 全国及分地区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１）
全国

（２）
东部

（３）
中部

（４）
西部

ｌｎＳＦＤＩ ０􀆰 １９９∗∗∗

（１３􀆰 ３２）
０􀆰 ２４５∗∗∗

（６􀆰 １７）
０􀆰 ２１０∗∗∗

（７􀆰 ６３）
０􀆰 ２３１∗∗∗

（１２􀆰 １７）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１􀆰 ２３４∗∗∗

（７􀆰 １１）
２􀆰 ０１２∗∗∗

（７􀆰 ５６）
０􀆰 ６３７∗∗

（２􀆰 １７）
０􀆰 ３９１
（１􀆰 ４９）

ｌｎｆｉｎ ０􀆰 ３１３∗∗∗

（４􀆰 ９４）
０􀆰 ５１０∗∗∗

（４􀆰 ９５）
－０􀆰 ２４７∗∗

（－２􀆰 ２３）
０􀆰 ５３８∗∗∗

（６􀆰 ０１）

ｌｎｔｅｃｈ ０􀆰 ０１７∗

（１􀆰 ７９）
０􀆰 ０４２８∗∗

（２􀆰 １５）
０􀆰 ０７５∗∗∗

（３􀆰 ４０）
０􀆰 ０１０２
（０􀆰 ８７）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７３２∗∗∗

（９􀆰 ７４）
０􀆰 ４５１∗∗∗

（３􀆰 １６）
０􀆰 ６５８∗∗∗

（４􀆰 ４８）
０􀆰 ７４１∗∗∗

（７􀆰 ４５）

ｌｎｉｎｄｕｓ ０􀆰 １７７∗∗∗

（３􀆰 ０２）
０􀆰 ５８０∗∗∗

（４􀆰 ７８）
０􀆰 ０１１
（０􀆰 １２）

０􀆰 ３９５∗∗∗

（４􀆰 ５３）

＿ｃｏｎｓ
－５􀆰 ３１０∗∗∗

（－１６􀆰 ２５）
－７􀆰 ６３３∗∗∗

（－１４􀆰 ５２）
－４􀆰 ００４∗∗∗

（－６􀆰 ３８）
－３􀆰 ５４８∗∗∗

（－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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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９２）
Ｆｅｂ􀆰 ２０１８

􀪇􀪇􀪇􀪇􀪇􀪇􀪇􀪇􀪇􀪇􀪇􀪇􀪇􀪇􀪇􀪇􀪇􀪇􀪇􀪇􀪇􀪇􀪇􀪇􀪇􀪇􀪇􀪇􀪇􀪇􀪇􀪇􀪇􀪇􀪇􀪇􀪇􀪇􀪇􀪇􀪇􀪇􀪇􀪇􀪇􀪇
续　 　 表

（１）
全国

（２）
东部

（３）
中部

（４）
西部

Ｒ２ ０􀆰 ７９４ ０􀆰 ７４５ ０􀆰 ６７１ ０􀆰 ６１９

Ｆ 统计量 ２９􀆰 ７５ １９􀆰 ７５ ２４􀆰 ７３ ４９􀆰 ４６

Ｎ ４２０ １５４ １１２ １５４

注： 括号中的值为系数的 ｔ 统计量的值，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地区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辽

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

南 １１ 个省、 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８ 省；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１１ 个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２） 不同维度的回归分析

从表 ４ 的回归结果可知， ＦＤＩ 对我国各维度新

型城镇化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这一点与相关性

检验的结果依旧一致。 从影响程度来看， ＦＤＩ 对各

维度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

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格局。 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 ＦＤＩ 对生态城镇化的影响为正也意味

着 ＦＤＩ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 “污染光环”

作用。 此外， 金融发展、 技术转移以及工业化都

没有对生态城镇化产生影响。 金融发展对人口城

镇化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而技术转移对人口城镇

化的影响显著为负， 可能是由于技术转移有利于

农业现代化发展， 由此带来的农业增收效应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表 ４　 分维度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５）
人口城镇化

（６）
经济城镇化

（７）
社会城镇化

（８）
生态城镇化

ｌｎＳＦＤＩ ０􀆰 １６３∗∗∗

（７􀆰 １７）
０􀆰 ３４６∗∗∗

（１４􀆰 ４０）
０􀆰 ０９９∗∗∗

（５􀆰 ８６）
０􀆰 １３８∗∗∗

（６􀆰 ０４）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１􀆰 ０５２∗∗∗

（３􀆰 ９８）
１􀆰 ５１２∗∗∗

（５􀆰 ４１）
１􀆰 ４８３∗∗∗

（７􀆰 ５８）
０􀆰 ７４３∗∗∗

（２􀆰 ８０）

ｌｎｆｉｎ
０􀆰 ０８７
（０􀆰 ９０）

０􀆰 ８５５∗∗∗

（８􀆰 ３８）
０􀆰 ４６１∗∗∗

（６􀆰 ４６）
０􀆰 １３６
（１􀆰 ４１）

ｌｎｔｅｃｈ
－０􀆰 ０３６∗∗

（－２􀆰 ４１）
０􀆰 １１１∗∗∗

（７􀆰 ０３）
０􀆰 ０４１∗∗∗

（３􀆰 ６７）
－０􀆰 ００７
（－０􀆰 ４４）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７６０∗∗∗

（６􀆰 ６４）
１􀆰 ３６９∗∗∗

（１１􀆰 ３１）
０􀆰 ７２４∗∗∗

（８􀆰 ５４）
０􀆰 ３３５∗∗∗

（２􀆰 ９１）

ｌｎｉｎｄｕｓ ０􀆰 ２６４∗∗∗

（２􀆰 ９５）
０􀆰 ３６３∗∗∗

（３􀆰 ８４）
０􀆰 ４５６∗∗∗

（６􀆰 ８９）
－０􀆰 ０３５
（－０􀆰 ３９）

＿ｃｏｎｓ
－３􀆰 ６５７∗∗∗

（－７􀆰 ３４）
－７􀆰 ６２６∗∗∗

（－１４􀆰 ４８）
－５􀆰 ０９８∗∗∗

（－１３􀆰 ８３）
－４􀆰 ２８９∗∗∗

（－８􀆰 ５７）

Ｒ２ ０􀆰 ４７４ ０􀆰 ７５１ ０􀆰 ４７５ ０􀆰 ４１５

Ｆ 统计量 １５􀆰 ２１ ３４􀆰 ５９ ２０９􀆰 ５７ ３３􀆰 ６６

Ｎ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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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９２）
Ｆｅｂ􀆰 ２０１８

􀪇􀪇􀪇􀪇􀪇􀪇􀪇􀪇􀪇􀪇􀪇􀪇􀪇􀪇􀪇􀪇􀪇􀪇􀪇􀪇􀪇􀪇􀪇􀪇􀪇􀪇􀪇􀪇􀪇􀪇􀪇􀪇􀪇􀪇􀪇􀪇􀪇􀪇􀪇􀪇􀪇􀪇􀪇􀪇􀪇􀪇
３􀆰 ２􀆰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计算 ＦＤＩ 存量时选取了 ５％的折旧率，

在测算上可能由于折旧率的选取差异导致结果不

稳健， 这里我们采用 ７􀆰 ５％的折旧率测算的 ＦＤＩ

存量重新回归。 从回归结果来看， 基本与前文一

致， 可见从指标测算上来说结果是稳健的。

限于篇幅， 以上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均不

再列出。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中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

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 ＦＤＩ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分地区还是分维度，

ＦＤＩ 都显著推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但是影

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和维度差异， 地区差异呈现

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格局， 维度差异

表现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

会城镇化。 此外， 在分地区回归和分维度回归中，

各控制变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

差异性。

针对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 实行差别化的引资策略， 因地制宜地满

足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需求。 西部地区当前仍需通

过加大引资力度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①应当通

过改善基础设施和融资环境提高其引资吸引力；

②要在政策上为外资流入提供便利， 简化相关的

外资审批程序，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此外， 要重

点支持薄弱产业的外资流入， 对该类企业给予一

定的政策优惠， 例如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 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时则需要更加注重

对外资质量的考量， 逐步建立起外资的综合考评

体系， 鼓励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２） 强化吸收能力， 转变城镇发展模式， 走

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科技人才既是吸收能力的载

体， 亦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因此， 各地区要加大

教育投入， 注重对本地科技人才的培养， 同时还

应当通过改善福利待遇等方式防止人才外流， 从

而优化本地人力资本结构， 强化 “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 的能力。 另外， 政府可以通过

搭建企业合作平台， 引导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进

行合作交流， 进一步促进外资技术溢出和区域技

术创新， 加快推动城镇发展模式由粗放式规模扩

张向集约式内涵延伸转变， 以技术进步带动新型

城镇化发展。

（３） 合理利用外资， 促进各维度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 传统城镇化过程中， 政府在以 ＧＤＰ 为

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下更加注重人口城镇化和经

济城镇化的发展， 导致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

发展相对滞后。 因此， 在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下，

政府应当积极引导更多的优质 ＦＤＩ 进入基础设施

领域和工业生产行业， 扩大其 “技术效应” 和

“资金效应” 并充分发挥 ＦＤＩ 的 “污染光环” 作

用， 加速推进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进程， 从

而实现各维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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